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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宏观调控：谨防CPI恐高症(彭兴韵；6月19日)

文章作者：

宏观调控政策主张被简单地公式化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极其复杂的集团利益之争。以这样的立场和心态来积极建言宏观调控的方向和

目标，对经济是无益的。真正客观、负责的政策主张不应当只被CPI一叶障目，忽视了其背后相对价格有意义的积极调整。  

  我们患上了CPI恐高症？  

  在投资的高增长率之外，人们呼吁要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大幅升息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以CPI为代表的物价指数的上升。从

2003年初，中国的CPI由负转正之后，到去年底达到了3.2%；今年第一季度的CPI仍达到2.8%，5月份更是跃升到4.4%。按照教材中通货膨

胀— —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的过程— —的标准定义，我们无疑正在经历轻微的通货膨胀。CPI的上涨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媒体与一

些著名的投资机构口诛笔伐，成天叫嚷负利率吞噬了人们的钱财，需要加息200-300点才能平抑物价和使中国经济软着陆，就连有关部门也

似乎患上了CPI恐高症，一再表示中国应当启用价格型的货币调控机制，利率应当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货币紧缩与升息的预期在一步步加

剧。  

  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这一本来牵涉到经济体系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似乎被简单地公式化、程式化了——物价总水平上升，就应

当加息；物价总水平下跌，就应当减息。这一公式化的政策主张模式如此简单，以至于似乎只要懂得了利率和CPI，就可以很从容地为宏观

经济把脉开方了。  

  笔者想强调的是，被简单地公式化了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张背后，其实蕴藏着极其复杂的集团利益之争。以这样的立场和心态来积极建言

宏观调控的方向和目标，对经济、对黎民百姓都是无益的。  

  真正客观、负责的政策主张不应当只被CPI一叶障目，忽视了其背后相对价格有意义的积极调整。此轮CPI的上涨主要是由以粮食为代

表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较快所至，这是人们的一个共识。以今年第一季度2.8%的CPI为例，据估计，7.1%食品价格上涨率拉动一般物价水

平上涨2.4个百分点。自1997年起，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至于到2003年8月夏收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不足1997年价格下落前的

2/3。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绝大多数农业产品增产不增收，这种状况竟然持续了7年左右的时间。按有关方面计算，以2003年8月

夏收前的价格为基准，粮价在提高了50%以后，才恢复或接近1997年的水平。正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率长期低于GDP的增长率和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率，我国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启动才更为艰难。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剪刀差”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困绕提高农民收入的老大难。这次粮食

价格的上涨正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一个契机，也可以说是我国在近几年持续通货紧缩阴影下的一个意外收获。  

  CPI上涨背后相对价格的调整，本来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提供了消费方面的动力。然而，人类喜新厌旧的毛病在对宏观经济问题的

思考中也表露无遗，拥有的时候认识不到它的价值，总是失去之后才觉得弥足珍贵。将这一心理情结推衍到观察物价上面，结果就只看到了

CPI这个指数的变化，忽略了其背后相对价格的有益调整。在这样的逻辑思路与心理情结作祟下，自然应当升息与紧缩货币，对通货膨胀进

行彻底地“治理”。但如果升息与货币紧缩能够很快地达到当局所期望的结果，以农产品价格较快上涨所带动的CPI的适度上升很快被抑制，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一次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良好机遇。城乡居民的不平衡增长，难以保证中国不久不会再度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中国必

将为这样的调控措施再次付出代价。  

  价格管制并非良药 

  人们对负利率、通货膨胀的论争还在耳热之际，控制物价上涨的行政措施也粉墨登场了。  

  在四月份消费价格指数达到3.8%后，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当一个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月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三个月超过4%

时，该省应暂停出台提价项目3个月，这样的行政措施出台了。这里的提价项目是指目前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极少数商品和服

务价格，不包括已经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时，对全国各地也不是“一刀切”，只有那些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较多的地区才被

要求暂停调价；价格上涨幅度缩小后，仍然允许这些地区调价。对于价格涨幅没有超过“两条调控线”的地区，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仍可以

正常调整。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深入到了今天，政府采用了价格管制措施政策至少有几点值得推敲。  

  首先，它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似乎不太协调，因为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供求机制在价格决定方面的基础性作

用，而行政管制的价格却是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在这方面的功效的。  

  第二，价格管制会扭曲相对价格体制，抑制了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自然也会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无法相信在被管制的

价格机制下，能够物尽其用。我们曾深受计算经济的短缺之苦，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摈弃了价格机制的作用。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下，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主体利益激励下，中国人很轻松地就实现了在价格管制之下所不敢想象的从“老

三件”到“新三件”的消费结构升级，现在，拥有靓车与豪宅以及其它物质之外的精神上的需求正在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然而，在人

们需求结构升级的时候，价格管制会进一步导致短缺这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又被置之脑后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第三，它对物价稳定的实际效果也值得怀疑。据统计，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算，2002年我国实行政府定价的比重为2.6%，实行政府

指导价的比重为1.3%，其余96.1%实行市场调节价，对于实行市场调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企业可以随时根据供求关系调整其生产经营的商



品和服务价格，既然政府调节的商品价格范围极少，又以价格管制来控制物价的上涨，完全画饼充饥。  

  第四，从根本上说，价格管制不是在解决现有的问题，而只是通过行政控制的方式来掩盖已有的问题。价格管制只是使本应该表现为物

价上涨的显性通货膨胀，成为商品短缺、人们有钱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物品的隐性通货膨胀。而一旦放松价格管制，隐性的通货膨胀就会表

现为物价全面上涨的显性通货膨胀。以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通膨率越来越高，于是，尼克松总统实行

了三个月的价格管制，起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71年到1972年年中，美国的物价只上涨了3.2%。但由于对价格的管制，例如对鸡肉价

格的管制，美国人消费鸡肉的供给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后来，尼克松政府取消价格管制后，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就迅速上升到了11%。  

  虽然在美国这样的市场机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历史上也曾采取过价格管制方面的措施来稳定物价，但它们的价格管制只是在出现了严重

的通货膨胀且呈加速之势时才被采用的。中国在轻微的通货膨胀、且更多只是相对价格的良性调整时，就仓促出台价格管制措施，但它无疑

也向我们宣示，从小的方面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机制仍然很不健全，从大处着眼，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还任重道

远。  

  财政政策不能袖手旁观  

  要控制以CPI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了CPI的迅速上升，给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带来

沉重的生活负担。通俗地说，由于CPI的上升，原来可以购买一斤肉的钱，现在只能购买半斤了。这会使那些本来就节衣缩食的低收入者的

生活捉襟见肘，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应当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  

  宏观调控应当多一点“人文关怀”，不能对贫困者的生活状况置若罔闻。就此而论，无可厚非。但经济发展不能以公平来牺牲效率，良

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是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其它方面的措施来维护公平。在任何时期，单一化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难以达到兼顾效

率与公平的目的的。  

  货币总量控制和价格管制来取代本应由财政转移支付所承担的职能，达不到“人文关怀”的目的。这样的措施，无疑是鸠占鹊巢。  

  自此本轮的经济扩张和物价开始上涨的一年多来，一直沉默的财政政策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财政部5月份宣布，财政部正采取措施将

预算中已经确定的建设性支出往后推；今后中国将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有保有控，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这表明，积极财政

政策的淡出正在切实成为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步骤。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中国经济异常下的宏观调控手段已

从单一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步转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行政手段和中性的财政政策”的组合模式转变。财政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央行货币调控的压力，至少总量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淡出从需求角度抑制了银行信贷资金配套需求，随着贷款投放速度的放缓，货币乘数值也

会相应地下降，这有助于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  

  财政政策从台下的观众走上经济异常下宏观调控的大舞台，是宏观经济软着陆和平稳增长、解决结构性问题所期盼已久的。自然地，它

一走上舞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尽管它是姗姗来迟。 

  当然，实行数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不应当简单地认为只是财政预算支出总量的减少，而应当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即，政府

逐步退出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同时，转而配合以粮食为主导的、相对价格的有利调整所带来的CPI的轻微上升，增加对转移支付的力

度。既然目前以粮食价格为主导的CPI的轻微上涨，不应当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抑制，那么，我们就应当在维持目前相对价格调整的同

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职能和作用，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尽量减少粮食价格的上升对这些群体的生活的冲击。这本身也是

财政政策的一项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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